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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选萃

《岷州入伍青年名册》

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抵达甘肃省岷县，在此作
战休整的60余天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以岷县为中心
的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其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岷州会议”，并在广泛
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迅速开展建党建政、建立地方革命武装、扩大红
军、支援前线、筹粮筹款等一系列革命工作，共筹集军粮400余万斤，有
3000余岷州儿女踊跃参军，使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岷县根据地的建设，
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奠定了良好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刘伯承元帅
在回忆录中称“岷县是红军长征的加油站”，生动概括了其历史贡献。

《岷州入伍青年名册》为国家一级文物，长25厘米，宽18厘米，纸本墨
书。名册中记录了部分当年踊跃参军的岷县籍战士的基本信息，是这段光
荣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

（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 雷云）

李福林写给古应芬的信

李福林（1874—1952），字登同，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1907年于新
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
馆现藏有李福林致古应芬函（1923年1月26日）。此函为国家一级文物，是
孙中山晚年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历史物证。

信函写道：“今日下午三时，滇、桂军约丽堂在江防司令部会议，即将丽
堂扣留，勒缴第一、二、三师械，现尚未解决，请即用密码电知汝为兄，并请
汝为兄即转知敝部；又请兄另电知先生缓行回粤。弟现在河南最安全地方，
再看情形如何乃定行止。……”

1922年夏，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离穗赴沪，积极联络滇、
桂及粤军进行讨伐。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各路讨陈力
量电邀孙中山南下主持局面。不料，同年1月26日，桂系将领沈鸿英在广州
制造“江防事变”，企图控制广东。李福林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事变
发生时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他立即函告在香港负责联络讨陈工作的古
应芬（字勷勤），并请其转告孙中山暂缓返粤。孙中山随即中止返粤计划，并
命令在粤同志召集各部，平定沈鸿英叛乱。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并
于3月2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朱志龙）

《觉陇》月报

保至善（1902—1928），字乐廷，出生于甘肃省崇信县，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党在甘肃的领导人之一。

1924年3月，保至善考入国立西北大学，与校内甘肃籍学生一起建立
“旅陕甘肃学生会”，并以“促甘肃之觉醒”为宗旨，创办《觉陇》月报。1926年
3月，保至善在《觉陇》月报第二期刊载《崇信教育局长竟如斯耶》一文，文章
痛斥当时的崇信教育局局长王安堂上下勾结、贪污腐败、欺压学生的行径，呼

吁人们认清崇信教育界的腐
败问题。同期还刊载了大革命
时期甘肃王孝锡所写的《青天
白日》一文，既宣传了革命的
思想和主张，也表达了王孝
锡对革命的崇拜和向往。

大革命失败后，保至善
不幸被捕。1928年春，他在
郑州被反动当局杀害，年仅
26岁。王孝锡在家乡坚持斗
争，1928年11月不幸被捕，
同年12月30日被敌人杀害
于兰州安定门外萧家坪城
隍庙前，年仅25岁。

2022年 6月，在甘肃省
文物局组织全省可移动革
命文物鉴定工作中，这份出
版于90多年前的《觉陇》月
报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并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珍贵
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保至善纪念馆 牛旭东）

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年代，敌后
抗日根据地遭遇了严峻的经济与金融
困境。货币体系紊乱、物资供应匮乏、经
济发展停滞等难题严重威胁着根据地
的存续与壮大。作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
党主导创建的关键金融机构，冀南银行
的设立不仅有效保障了根据地的经济
秩序与建设需求，更为抗战最终胜利构
筑了稳固的财政基石。探究冀南银行的
创建历程及其核心功能，有助于深刻理
解战时根据地的财经政策体系，以及金
融机制在战争进程与社会变革中的战
略价值。

创建历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地区迅
速沦陷，侵华日军在其控制区域强制推
行经济殖民政策，大肆印制伪政权货币
以取代法定货币，疯狂掠夺战略物资，
对中国原有的经济体系造成毁灭性打
击。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发行的法币
在敌后区域流通秩序紊乱，部分地方武
装势力趁机滥发各类代用券，致使金融
环境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面对如此严
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
根据地亟须创建自主的金融体系，实施
统一的货币发行政策，以稳定金融环
境，抵制敌伪货币的渗透，保障战时经
济的正常运转以及根据地的物资供给。

此外，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军事行
动同样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无论
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建立军工企
业，还是保障部队后勤补给，都需要强
有力的金融支持。因此，建立根据地自
主金融体系，成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军事
行动双重资金需求的核心对策。

1939 年 10 月中旬，在晋东南黎城
县的小寨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南
银行正式宣告成立。据史料记载，1938
年冬季，八路军第129师就着手策划在
抗日根据地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在筹
备过程中，遇到了资金紧张、专业人员
不足、印刷设备短缺等多重挑战。通过
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采取募集资
金、培养金融干部、搜集印刷器材等多
项举措，最终为这家银行的诞生创造了
必要条件。

初创阶段的冀南银行规模有限，工
作人员不足百人，却肩负着支撑根据地
经济命脉的重任。秉持“促进经济发展，
保障物资供应”的指导方针，该行克服
困难，立即投入根据地金融体系建设，
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发挥出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核心职能

冀南银行建立之初的核心任务在

于发行专属货币，整合区域金融体系。
这种新型货币依托根据地实际物资储
备发行，在民众中建立了较强的公信
力。该行通过科学调控货币供应量，优
化资金周转效率，不仅维持了物价的基
本稳定，更确保了战时经济体系的正常
运转。

在金融管控方面，冀南银行实施了
多项重要举措。严格防范伪造货币渗
透，严厉惩处非法炒卖货币行为，确保
冀南币的市场主导地位；颁布严格的汇
兑管制条例与金融法规，压缩非本位币
的流通空间，积极引导民众使用冀南
币；着力提升货币防伪水平，持续优化
印钞工艺，增强票面防伪标识，有效遏
制假币流通，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冀南银行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
通过信贷业务有效支撑了根据地经济
体系运转和抗战事业推进。在农业生产
领域，该行推行优惠贷款政策，使农户
能够以较低成本购置耕作物资，包括优
质种源、农用器械及畜力资源，显著提
升了生产效率。这种惠农金融措施极大
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产出
持续增长，有力保障了边区粮食安全。
除主粮种植外，银行还资助农户发展家
庭手工业，如禽畜饲养和手工纺织等创
收项目。

在工业建设层面，冀南银行重点
扶持军工制造、纺织加工及矿产开发
等关键产业，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运营
资金。这些工业企业不仅满足了军民
日常用品和武器装备需求，更成为根
据地的经济支柱。同时，银行还通过商
业信贷网络，促进商品跨区域流通，从
而维持市场活力，确保边区物资供应
体系正常运转。

冀南银行作为战时经济体系的核
心机构，承担着为抗日斗争提供金融支
撑的关键任务。该行采取发行战时债
券、吸纳民间储蓄等多种融资方式，有
效解决了八路军军费短缺问题，确保
部队后勤补给和装备更新得以顺利进
行。冀南银行募集的资金在购置军火、
维持部队给养等关键环节起到了重要
作用。不仅如此，该行还深度参与根据
地后勤体系建设，统筹物资调配与运输
网络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

在金融稳定与经济建设层面，冀南
银行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
维持物价稳定和保障物资供应，不仅改
善了根据地民众的生活条件，更显著提
升了群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从而构建
起军民同心抗敌的有利态势。

冀南银行将金融知识普及作为重
点工作推进。采取多种渠道如创办金融
刊物、张贴宣传横幅、组织专题培训等
形式，向根据地民众传播货币政策和金

融常识，有效提升了群众对冀南币的认
可度。

此外，该行还肩负着金融专业人
才培养的重任。通过开设专业技能课
程、组织业务研讨等途径，培养了大批
精通金融实务的专业人才，不仅为银
行自身发展建设提供支持，更助力根
据地金融体系的完善。这批专业人才
在抗战期间贡献突出，同时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金融体系构建奠
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冀
南地区创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
融机构。这一决策基于对战时经济与

金融环境的深刻研判，不仅维护了金
融市场的稳定运行，更为根据地工农
业生产、商贸流通提供了有力支持，为
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构筑了稳
固的财政后盾。该行在货币发行、信贷
业务、战时物资调配以及金融知识普
及与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性
作用。

这段历史经验对当代金融改革也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冀南银行在艰难条
件下展现出的开拓进取、勇于担当的精
神品质，仍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同样
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

（作者单位：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抗战时期的冀南银行
马琳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
藏的革命文物中，有一本珍贵的税法
书籍——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暂行税则》（以下简称“暂行税
则”）。它是赤色中国的第一部正式税
法，也是中央苏区统一的税收制度建
立的重要标志。

暂行税则长 15.2 厘米，宽 9 厘米，
由于经历了烽火年代和 90 多年历史，
而且纸质文物不易于保存，整本纸张
泛黄。封面右上角印有“中华苏维埃临
时中央政府颁布”, 左下角标注“公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间印有“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

暂行税则共分为五章二十二条。
第一章总则有两条，第一条规定

“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这是苏区税收
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废除国民
党军阀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
税厘金等”；第二条规定“税的种类，分
为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三种”。

第二章商业税，包括第三条至第
六条。第四条规定商业税的征收范围
为“征收其资本营利的所得税”，同时
用列表的方式将商业税按照资本从
200—100000分为十三等，税率从2%—
18.5%；第六条规定了五种商业税的免
税方法，包括“消费合作社”的免税需
报告该省政府，还特别规定必需的“日
用商品和军用品”可以随时由政府命
令公布免税。

第三章农业税，包括第七条至第
十七条。农业税的条款中，规定了农业
税的征收范围为农民分得土地后，以

“家”为征收单位，充分考虑每年主要
生产收获、全家平均人口、生活必须支
出等情况后，征收的最低数额及累进
税。同时还规定了各种减免税的原则，
如红军家属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
有灾情时减免税等。从农业税的条款
篇幅及详细程度与商业税、工业税对

比可以看出，农业税是中央苏区最重
要的税种，也是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
主要来源。在农业税的条款前，加了一
条“注”：鉴于复杂的情况，“不能规定
一个统一的税收办法”，而是规定了农
业税的征收原则，还赋权于各省可以
依据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定出适当的
农业税”，这体现了暂行税则既考虑了
原则性，又兼顾了特殊性。因此，农业
税中虽然和商业税一样公布了农业税
分 12个等级，税率从 1%至 16.5%，但同
时也说明“附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
以作各省的参考”。

第四章工业税，包括第十九条至
第二十一条，条款中虽然规定了按照
资本的大小，规定的税率征收利润，但
同时还规定“为促进苏区的工业发展，
暂时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

第五章附则，只有第二十二条一
条，即规定暂行税则自公布之日起发
生效力。

暂行税则在 1931年 11月 28日，由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签署颁
布，并决定“本税则自一九三一年十二
月一日起实行发生效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1932
年7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七号命令

《关于修改暂行税则问题》，命令指出：
“本执行委员会鉴于目前革命的需要
与保障革命的胜利起见，因此必须变
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暂
行税则的税率。”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
颁布了《修正暂行税则》，在税基、等
第、税率、纳税形式及征税期间和减税
免税等方面，相对于《暂行税则》都有
了较大的修改。

具体而言，商业税：税基由 200-
100000 元变为 101-500000 元；等第数
量由十三等变为十四等；税率由 2%—
18.5%变为6%—25%；免税政策由“肩挑
小贩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二百元以

下的一律免税”变为“肩挑小贩资本在
一百元以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一
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

农业税：纳税标准和次数增加了
“富农按劳动力平均 （而不以人口平
均） 计算收获与纳税标准”与“每年
收获麦谷二次者，应征税二次”；纳
税形式由“农业税征收现款或农产
品”变为“农业税征收现款，以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币为限，其余的杂
洋币不收”；免税政策由“红军家属
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雇农及分
得田地的工人一律免税”变为“红军
家属 （限本身父母妻子及无劳动力的
弟妹） 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雇
农及分得田地的雇佣工人苦力本身和
妻子一律免税”。不难看出，修订后
的税基降低了，税率提高了，税负明
显增加。针对修订后出现的问题，又
陆续出台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布
的《关于商业所得税征收细则》（1932
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财字
第十五号《关于统一税收问题》（1932

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二十号

《为几种商业品减税问题》（1932 年 8
月 26 日），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
第十一号《关于商业税与店租之征收
事宜》（1932年12月 5日），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
员部训令 （第十八号）《关于整顿商
业税问题》（1933 年 4 月 21 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
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税免
税减税暂行条例》（1934 年 8 月 1 日）
等完善税收政策。

暂行税则从1931年12月开始实施
至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虽然只有3年
左右，但在政治层面，它是中央苏区建
立的第一个较为现代化的财政税收体
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经济层面，
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央苏区政府财
政支绌的状况，改善了中央苏区的经
济条件，为中央苏区的建设提供了经
费的保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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